
城市规模与劳动生产率

———基于２８３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王智勇

内容提要　随着人口流动规模的扩大，越来越多的人涌向大城市。为什么人们愿意往大城

市流动？城市规模越大，其劳动生产率就会越高吗？利用２００１－２０１５年中国２８３个地级市

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系统ＧＭＭ回归方法，本文分析了城市规模与劳动生产

率之间的关系及产业间演变机制。回归结果表明，产业劳动生产率与城市规模之间存在非

线性关系，其中第二产业呈现Ｕ型曲线，第三产业则呈现倒Ｕ型曲线，并且第二、三产业

间劳动生产率存在着相关和互补关系；不同主导产业的城市其临界规模并不相同，第二产

业主导的城市，临界规模在市区２１０万人左右，第三产业主导的城市，临界规模在市区

２００～２３０万人。可见，城市产业的发展，首先是工业化，其次才能进一步服务业化。目前

中国大多数城市尚未达到临界规模，促进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有助于提高非农产业的劳

动生产率，从而有助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对西部地区而言，应在省会城市以外大力推进

大城市建设，以城市经济增长带动区域经济增长。

关 键 词　城市规模　劳动生产率　系统ＧＭＭ

一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中国城市体系中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特征是，

中小城市的人口不断流失，大城市的人口则不断增长，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人口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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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尤其突出。与此同时，许多准一线城市近年来加大了吸引人才的力度。２０１８年底，

广州市推出人才吸引政策，把本科毕业落户年龄限制从４０岁提高到４５岁；受其影响，

２０１９年２月，西安市进一步加大人才引进力度，规定凡具有本科 （含）以上学历的，

不受年龄限制，可迁入西安市落户；随后，石家庄甚至推出零门槛落户政策。

为什么人们不断地向大城市集聚，大城市又为何要积极吸引外来人口？对于一个

城市体系而言，中小城市人口流失和大城市人口集聚是否正常？是否需要加以政策干

预？这一问题的本质是城市规模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因为城市间要素资源配置效

率情况可较好地反映城市规模分布的合理性 （武英涛等，２０１８）。那么，城市规模越

大，其劳动生产率一定会越高吗？对于不同主导产业的城市而言，是否有不同的最优

城市规模？不同产业间的劳动生产率是否存在紧密联系？在当前中国城市体系发展过

程中，特别是针对城市空间分布的不平衡，应当采用什么样的政策来更好地促进城市

发展和区域经济增长？

人们纷纷涌入大城市，一方面由于大城市有较好的就业前景，特别是在大城市能

够获得较高的收入；另一方面，大城市具备更好的教育、医疗和信息网络资源，这是

其它中小城市所不能比拟的优势。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大城市能够提供更好的学习

平台，能够迅速提高个人的劳动技能，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人

口规模越大的城市，其竞争就越激烈，因此在大城市中生存和发展的人，通常都具有

一技之长，并且由于激烈的竞争，促使他们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知识和技能。而且，劳

动者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小城市转移到大中城市，通常都会得到信息和技术外溢给

自己带来的好处，即他们能够获得更丰富的信息，并常常有机会得到技能培训，或者

通过 “边干边学”，在无形中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这使得他们能够获得比以前更

高的劳动报酬。知识溢出在城市更加活跃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１９８６），城市规模越大则劳动力

“学习效应”越强 （ＤｅｌａＲｏｃａ＆Ｐｕｇａ，２０１７）。而且，由于大城市市场的多样化远超

中小城市，对劳动者个体而言，他们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和技能可以得到更充分的发挥。

由于区位、政策、基础设施以及人才储备等因素，相比于中小城市，大城市具有更充

分的 “干中学”效应，而且，劳动力在大城市学习新技能的时间更短 （Ｇｌａｅｓｅｒ＆

Ｍａｒｅ，２００１），进而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更快。

大城市的学习效应也有利于创新，在城市层面，当城市的劳动者密度增加一倍时，

人均专利数量上升２０％ （Ｃａｒｌｉｎ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７）。同时，大城市中更多样的消费选择和

居住适宜性，对高技能劳动力更有吸引力 （Ｃｏｍｂｅ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Ｃｏｍｂｅｓ＆Ｇｏｂｉｌｌｏｎ，

２０１４），进而吸引劳动力和企业向城市进一步集聚。大城市通过外部性、分享和匹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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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提升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还会促进高技能劳动力将更多的家务活动外包 （陆铭，

２０１７），增强分工效应。另一方面，正是大城市的这种规模和集聚效应，使得高生产率

的劳动者更倾向于在大城市集聚。一些高技术和高科技的行业，只有在科研院所相对

密集的大城市，才有可能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另外，文化创意产业也只有在一线城市

才产生相应的人才需求，故而这些大城市也成为高劳动生产率的劳动者向往的聚集地，

这也是造成城市工资溢价的一个原因 （Ｃｏｍｂｅ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２０１２ａ，２０１２ｂ）。从教育

回报的角度来看，也能够证实，城市越大教育回报越高 （Ｘｉｎｇ，２０１６）。不过，Ｄｅｌａ

Ｒｏｃａ＆Ｐｕｇａ（２０１７）则认为城市的静态优势和动态学习效应是收入溢价的主要原因，

而选择效应并不明显。静态优势有助于解释小城市和中等城市之间的差异，动态优势

则有助于解释中等城市和大城市之间的差异 （ＢａｕｍＳｎｏｗｎ＆Ｐａｖａｎ，２０１２）。动态学习

效应是造成大城市工资溢价的原因，且对年轻或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劳动力的作用更加

明显 （Ｃａｒｌｓ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Ｂｅｒｌｉａｎ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Ｄｃｏｓｔａ＆Ｏｖｅｒｍａｎ，２０１４）。更重要的

是，高技能劳动力聚集在同一个城市时，不仅会提高个人自身的生产率，也会促进整

个城市生产率的提高 （Ｄｕｒａｎｔｏｎ＆Ｐｕｇａ，２００４；Ｌｕｃａｓ，１９８８；Ｍｏｒｅｔｔｉ，２００４，２０１１；

Ｒｏｓｅｎｔｈａｎ＆Ｓｔｒａｎｇｅ，２００４）。

从生产和运营的角度来看，产业在城市的集聚也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主要

得益于产业集聚形成的溢出效应。在城市内部，由于市场范围的扩大，厂商获得投入

品的途径更为广阔，从而在发挥规模经济优势的同时降低了生产成本；大城市由于拥

有相对密集的科研院所，也对企业形成有力的技术支持，企业和高技能劳动力的匹配

更加容易，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也更加便捷 （王贤彬、吴子谦，２０１８）。而且，由于地

理上的集聚，企业能够共享所投入的生产要素以及生产所需要的中间产品，还可以分

担风险，从而降低生产成本 （Ｈｅｌｓｌｅｙ＆Ｓｔｒａｎｇｅ，２００２）。

可见，无论是劳动者个人还是企业，基于自身利益考虑，都对大城市有着强烈的

偏好。其结果是，大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无论是从人口还是从生产占全国的比例来

看，这种趋势都较为显著。事实上，全球一半以上的生产活动均聚集在大城市内部，

世界各国的经济都在向少数大城市或大都市圈集聚，而且越是发达的国家，经济集聚

程度越高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２００９）。因而，人口和产业在大城市的集聚实际上是全球的普

遍现象。由此可见，在中国，人们普遍向大城市集聚也是一种正常的经济现象。

问题在于，一个城市究竟能够容纳多少人口，哪些因素决定了城市人口规模？什

么样的人口规模才是最优的？城市规模扩张也会带来一些负面效应，比如交通拥堵导

致通勤时间加长，工作和生活压力巨大，环境污染导致健康受损等等。因此，理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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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规模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的是非线性关系，应该能够寻找到临界规模。利用

产业间的相互依赖与相互作用关系，结合城市临界规模，就可以为现实中的城市发展

提供决策参考。

二　文献综述

城市体系中的城市规模分布问题是区域经济学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学者们围绕

这一问题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其中，齐普夫定律是被广泛采用的一种测量方法。该定

律描述了现实城市体系中城市位序与人口规模之间的经验关系，即城市位序与人口规

模呈反比，该定律实际上预示了大城市的人口集聚特征。许多学者采用跨国数据来对

定律加以验证。Ｔｅｒｒａ（２００９）用１１５个国家样本做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一半以上国家

的城市规模分布服从齐普夫定律；也有研究采用单一国家内的城市数据加以分析，

Ｇｉｅｓｅｎ＆Ｓｕｅｄｅｋｕｍ （２０１１）在德国国家和地区层面验证了齐普夫定律；Ｊｉａｎｇ＆Ｊｉａ

（２０１１）研究表明美国２００万到４００万 “自然城市”的规模分布服从齐普夫定律。尽管

如此，实证研究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最突出的问题体现在分布曲线的两端容易出现

偏离 （Ｄｕｒａｎｔｏｎ，２００２；ＲｏｓｓｉＨａｎｓｂｅｒｇ＆ Ｗｒｉｇｈｔ，２００７；Ｇａｂａｉｘ＆ Ｉｏａｎｎｉｄｅｓ，２００３；

Ｅｅｃｋｈｏｕｔ，２００４），而且一些学者们还发现 “位序—规模”的对数回归中二次项在统计

上显著 （Ｄｏｂｋｉｎｓ＆Ｉｏａｎｎｉｄｅｓ，２０００；Ｂｌａｃｋ＆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３）。

在齐普夫定律之外，许多学者利用各种方法和数据去研究不同规模的城市增长率

有何差异，特别是从较长的时间 （比如６０年以上的长时间）来看这种趋势。许多实证

研究发现城市规模分布随时间推移而保持稳定，即不同规模城市的增长率基本保持一

致。对法国和日本的研究 （Ｅａｔｏｎ＆Ｅｃｋｓｔｅｉｎ，１９９７）、对美国的研究 （Ｄｏｂｋｉｎｓ＆

Ｉｏａｎｎｉｄｅｓ，２０００；Ｏｖｅｒｍａｎ＆Ｉｏａｎｎｉｄｅｓ，２００１）以及对印度的研究 （Ｓｈａｒｍａ，２００３），

都陆续证实了这一特征。但在短期，城市规模分布动态演化存在不稳定情况，大城市

可能增长得更快 （Ｂｌａｃｋ＆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３），也可能出现中等城市增长相对缓慢的情

形 （ＧｏｎｚáｌｅｚＶａｌ，２０１０）。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国高速经济增长，中国的城镇化问题引起普遍的关注，也

引发了各种争论。其中关于中国城镇化过程中不同规模城市的发展战略一直存在争议，

即到底发展什么规模的城市对中国来说最为有利。王小鲁和夏小林 （１９９９）认为，中

国规模在１００万至４００万人的大城市净规模收益最高。另有研究提出，城镇化优势正在

从特大城市向中型城市转移，中国的城镇化以发展中型城市为主，将带来更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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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壮雄、李莹莹，２０１４）。有的研究则明确将最优的城市规模定位在２５０万人至３８０

万人之间 （Ａｕ＆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６），或定位于人口２５０万 ～７００万的中大型城市与大

城市 （余壮雄、张明慧，２０１５）。也有研究认为应控制大城市无序蔓延发展，促进中小

城市与大城市相联接，进而形成多中心、网络化的城市空间结构 （刘修岩等，２０１７）。

许多学者都认为，城市规模越大，其效率越高，表现为规模越大的城市其综合要素生

产率更高，也就是城市的集聚效应。Ｄｕｒａｎｔｏｎ＆Ｐｕｇａ（２００４）从理论上对集聚效应的

微观机制进行了很好的阐述，更多的学者从实证的角度给予了证实 （潘佐红、张帆，

２００２；范剑勇，２００６；柯善咨、姚德龙，２００８；郭琪、贺灿飞，２０１２；王小鲁，２０１０；

刘修岩，２０１０；陆铭等，２０１１；余壮雄、杨扬，２０１４；武英涛等，２０１８）。据此推论，

中国大城市及特大城市的城市规模实际上反而偏小。

不少学者用美国城市数据证实了城市规模增加会提高生产率 （Ｓｖｅｉｋａｕｓｋａｓ，１９７５；

Ｓｅｇａｌ，１９７６；Ｍｏｏｍａｗ，１９８１；Ｎａｋａｍｕｒａ，１９８５；Ｆｅｓｅｒ，２００１；Ｃｉｃｃｏｎｅ＆Ｈａｌｌ，１９９６；

Ｍｅｌ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９）。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城市规模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并非线性。

城市规模的扩大，有其集聚经济的特征，但在另一方面，随着人口规模越来越大，城

市中的交通成本和租金成本日益上升，这些成本的上升会限制城市规模不断增大。因

此，在城市规模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可能存在先促进后抑制的倒 Ｕ型特征。这一点，先

是得到理论上的论证，并逐渐得到实证的检验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１９７４；Ｈｅｌｓｌｅｙ＆Ｓｔｒａｎｇｅ，

１９９０；Ｂｌａｃｋ＆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１９９９）。而且，利用这种倒Ｕ型特征，可以得出最优的城市

规模 （Ｋａｗａｓｈｉｍａ，１９７５；Ｃａｒｌｉｎｏ，１９８２）。中国的数据也同样对此有印证 （苏红键、

魏后凯，２０１３；石大千、张卫东，２０１６；鲁志国、汪行东，２０１７）。即使考虑到劳动生

产率的空间相关性，也依然没有根本改变劳动生产率与城市规模之间的倒 Ｕ型关系

（陶爱萍、江鑫，２０１７），且目前中国越来越多的城市处于最优规模附近 （梁婧等，

２０１５）。

城市生产效率的提高与产业结构密切相关。卫平和余奕杉 （２０１８）基于地级市面

板数据的研究表明，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城市经济效率提高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但产业

结构高级化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则受到城市规模的制约。不过，Ｃａｐｅｌｌｏ＆Ｃａｍａｇｎｉ

（２０００）认为城市生产率取决于城市功能定位和辐射范围，而不取决于绝对规模。城市

产业构成上的变化则会影响城市的相对规模 （Ｂｌａｃｋ＆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１９９９）。柯善咨和赵

曜 （２０１４）认为城市规模对生产率的影响与产业结构有关，不同产业结构对应的城市

最优规模差异较大。但也有研究认为产业间的差异较小，制造业、服务业以及制造业

与服务业不同组成部分形成的协同集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效率表现出相同的 Ｕ型

·１９·

王智勇：城市规模与劳动生产率



关系，基于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集聚的拐点与低端服务业拐点相差不大 （陈阳、唐晓

华，２０１８）。魏守华等 （２０１６）研究表明，城市规模对服务业生产率的影响呈倒Ｕ型特

征，这与Ｆａｌｌａｈｅｔａｌ．（２０１１）观点一致。随着城市等级的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对城市

生产率的影响逐渐增大 （张浩然，２０１５）。

城市存在的人力资本外部性和技能互补性是城市规模经济最为重要的来源，也显

示出城市发展与现代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陆铭，２０１７）。可以说，集聚效应是解释中

国大城市生产率优势的基本原因 （刘修岩，２００９；余壮雄、杨扬，２０１４），而城市经济

学将产业集聚产生的外部性归结为技术外部性 （Ｆｕｊｉｔａ＆Ｔｈｉｓｓｅ，２００２）。集聚与增长是

相伴而生的过程 （Ｂａｌｄｗｉｎ＆Ｍａｒｔｉｎ，２００４），城市集聚对于劳动力尤其是高技能劳动力

的工资水平有促进作用 （高虹，２０１４；踪家峰、周亮，２０１５），因此要素在城市层面的

集聚有利于生产效率提升和经济增长。然而，在增长的后期，人口进一步向大城市的

集聚则不利于经济增长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１９６５）。研究表明，城市规模对动态产业集聚的

净效应在短期内显著为正，即现阶段的集聚效应仍大于拥挤效应 （陈怀锦、周孝，

２０１９）。

城市规模的扩大，一方面体现于城市人口的增加，即数量的增长，另一方面往往

还体现于城区面积的不断扩大，也即空间的蔓延。围绕城市蔓延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

国内外都有许多文献，多数学者认为城市蔓延会降低劳动生产率 （秦蒙、刘修岩，

２０１５），原因在于城市蔓延使得通勤时间加长， “面对面的交流”变得更费成本等等；

就业密度的提高则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 （Ｃｉｃｃｏｎｅ＆Ｈａｌｌ，１９９６）。不过 Ｇｌａｅｓｅｒ＆

Ｋａｈｎ（２００４）从运输成本降低和通信技术发展的角度对此提出质疑，交通成本下降促

进了城市间的贸易，同时也推动了产业化过程及各城市的专业化，从而大城市人口增

加的幅度更大 （Ｂｒａｋｍａ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９）。因此，从集聚经济的角度来看，对密度过高的

城市而言，城市蔓延可能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 （Ｆａｌｌａｈｅｔａｌ，２０１１）。而且，信息技术

的发展并不能取代近距离交流 （Ｐｏｒｔｅｒ，１９９８），城市适度扩张是充分发挥集聚效应所

必须的。

中国的城市规模分布不仅受到市场驱动力的影响，还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 （沈体

雁、劳昕，２０１２）。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严格的人口流动限制，使得中国大部分城市的

规模被低估 （Ａｕ＆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６）。此外，不同层级的城市得到的政策支持力度也

不相同，高等级城市能够在资金补贴、外商直接投资以及进出口的开放程度等方面享

受到中央政府的权力和优惠政策分配产生的 “偏爱”（Ｄａｖｉｓ＆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２００３）。城市

的行政层级也在资源再分配上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蔡窻、都阳，２００３；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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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陆铭等，２０１１）。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对城市规模的变化产生一定的影响。研究表

明，城市行政等级的首要影响在于促进城市发展，扩大城市规模 （魏后凯，２０１４；王

篧等，２０１５）。

总体而言，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的合理性问题至今仍没有统一的结论。城市规模与

产业结构有密切关系，并且会随着产业结构的变迁而对应不同的最优规模；不同产业

之间的密切配合以及产业的渐进演变在现有的研究中并没有得到重视；不同主导产业

的城市对最优城市规模的要求可能不尽相同，而且不同产业对于人口在城市的空间分

布要求也不相同。这些问题尚缺乏细致的研究。因此，本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

面：一是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同产业之间如何密切配合和衔接，二是不同主导产业城市

的最优规模各是什么。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对中国城市体系的布局提出对策建议。

三　研究设计

诚如已有研究指出的那样，不同主导产业的城市有着不同的劳动生产率。因此，

在研究城市规模与劳动生产率的关联时，需要考虑到这种产业结构的差异。图１显示

了北京和上海第二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演变。可以看到，劳动生产率在一定时期

内提升较为平稳，但达到某个临界值时，会迅速提高。但对于第三产业而言，劳动生

产率在某个临界点会达到其峰值。

图１　北京和上海分产业劳动生产率演变

资料来源：根据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２００２－２０１６）》计算得到。

图２显示了天津和武汉分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可以看到，北京、上海、天津

和武汉等特大城市的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均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并且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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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天津和武汉分产业劳动生产率演变

资料来源：根据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２００２－２０１６）》计算得到。

来保持了很高的水平。此外，四大城市的劳动生产率演变大体上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

在大多数情形下，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于第三产业，两大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保持

了基本相同的增长趋势。实际上，一线城市均已经实现了产业结构的根本转变，即由

第二产业主导转变成为第三产业主导。但对于其他大城市而言，由于第二产业仍具有

重要作用，因而分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普遍都呈现一个特征，即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高

于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换句话说，第二产业是第三产业发展的基础，对于大城市而

言，几乎没有能够跨越第二产业而直接发展第三产业的情形。由于产业结构转型仍未

完成，这些大城市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仍将大力发展第二产业，并积极推动第二产业

向第三产业的转型升级。对城市的发展来说，产业的壮大与演变是其发展的基础，因

此，产业的变迁也会影响到其规模。那么，不同主导产业的城市，其规模有差异吗？

产业演变与城市人口规模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

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因素比较多，既有研究已经做过许多实证分析，例如资本存量、

产业结构和城市规模等因素对中国城市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有显著的作用，并且呈现阶

段性和趋势性特征 （毛付丰、潘加顺，２０１２）。总结来说，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因素主要

包括城市规模、产业结构、固定资产投资、外商直接投资、研究开发支出、人力资本

水平等。考虑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即依赖于过去的状况，因此，

采用动态面板数据分析框架更合理。从时间较长以及涉及地区较多这一特征来看，还

需要考虑时间固定效应和城市固定效应，因此，需要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此外，

不同产业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可能会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故而设定以下模型来分析城

市人口规模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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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ｎｅｆｆｉｃｙｊｉ，ｔ＝α＋μｉ＋λｔ＋β１ｌｎｅｆｆｉｃｙ
ｊ
ｉ，ｔ－１＋β２ｌｎｅｆｆｉｃｙ

ｋ
ｉ，ｔ＋β３ｌｎｕｒｂｓｉｚｅｉ，ｔ＋γＸｉ，ｔ＋Vｉ，ｔ （１）

式中，μｉ表示城市固定效应，用于控制城市不随时间变化的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

比如文化、制度、习俗等；λｔ为时间固定效应；ζｉ，ｔ为模型误差项；Ｘｉ，ｔ为随时间和个体

变化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产业结构、固定资产投资、财政对教育科研的重视程度、

人力资本、对外开放度、财政支持力度等，均采用市辖区口径，而不是全市域口径。

劳动生产率 （ｅｆｆｉｃｙ）是单位劳动力创造的价值，通常用增加值除于就业人数来表

达。考虑到不同的产业劳动生产率有所不同，有必要区分不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本

研究主要考虑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并且假设某个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不仅依

赖于本产业前期的劳动生产率，更依赖于与之有密切关系的另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

研究表明，产业层面和劳动力层面的效率提升都可以归因于分享、学习和匹配等集聚

经济机制 （Ｄｕｒａｎｔｏｕ＆Ｐｕｇａ，２００４）。城市人口规模是模型的主变量，本研究试图验证

不同规模的城市之间有着显著不同的劳动生产率，并且不同主导产业的城市有着不同

的最优城市规模。

城市规模 （ｕｒｂｓｉｚｅ）通常指的是城市人口规模，既包括人口总量，也包括了就业

规模。不同研究采用了不同的指标，例如，Ｆａｌｌａｈｅｔａｌ．（２０１１）用城市总人口来衡量城

市规模，秦蒙和刘修岩 （２０１５）则采用城市就业数。两种方式各有特点，本文将同时

考虑两种指标来验证城市规模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城市人口数据来自历年 《中国城

市统计年鉴》，但该年鉴仅提供户籍口径的城市人口数。对于大城市而言，户籍人口数

由于没有把流动人口考虑在内，测量显然不准确。因此，为了更好地测量城市人口规

模，本文通过拟合回归的方式来获得常住口径的人口数。此外，诸多研究表明，城市

规模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因此回归中还加入了城市规模的平方项，从

而探讨城市的最优规模。

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主导产业。在中国城市化的过程中，工业化的贡献不可或缺。

城市主要的技术进步发生在工业，而不是发生在服务业 （李钢等，２０１１）。并且，大多

数城市仍然处于工业化阶段。因而，本文采用第二产业产值与第三产业产值之比

（ｉｎｓｔｒｃｃ）来表征产业结构。根据内生增长理论，人力资本水平是促进地区技术进步、

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地区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之一。现有文献通常采用高

校大学生在校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 （ｅｄｕｐｃｃｄ）来度量人力资本水平，本文也采用这种

做法。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或进出口总量占 ＧＤＰ的比例常用于度量对外开放程度，

本文采用的是ＦＤＩ占ＧＤＰ的比例。城市的发展与其所占有的资源以及上级财政的支持

有很大关系，本文采用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的比值来反映财政支持力度 （ｆｉｓｏｉｃｒ）。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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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比值越高，意味着该城市得到上级的财政支持力度越大。此外，本文把所有的城市

从地理上划分成两类：一类是沿海城市，属于沿海省份的城市均归为沿海城市，另一

类为内陆城市。另一个角度是从城市等级上予以划分，把省会城市 （ｐｒｏｖｃａｐ）和副省

级城市 （ｖｉｃｐｒｏｖ）单独归类。城市的规模通常特指市辖区的人口或就业规模，而不是

指全市范围内的人口或就业规模。因此，本文的分析仅对市辖区而言，这也与２０１４年

国家对城市规模等级的最新划分标准保持一致。

劳动生产率等变量与价格有关，因而要消除年度之间的价格因素。本研究采用地

级市所在的省级ＧＤＰ缩减指数来加以平减。经过价格缩减之后，所有与价格有关的变

量都采用了２０００年为基期的价格水平。从表１的统计性描述中可以看到，第二产业劳

动生产率显著高于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且工业化导向的产业结构系数显著大于１，表

明大多数城市仍以第二产业为主。

表１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变量含义 样本量 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ｅｆｉｃｙ２ｃｄ 二产劳动生产率（万元／人） ４２５１ ２００８ １８７９ ０３４ ４５１０１

ｅｆｉｃｙ３ｃｄ 三产劳动生产率（万元／人） ４２５１ １４２４ １０２７ １２１ １２２０２

ｐｏｐｃ 地级市市区人口（万人） ４２６９ １３２６０ １６６５８ １４０８ ２１２９０９

ｉｎｓｔｒｃｃ 产业结构 ４２６５ １３８ ０９０ ０１４ １１３８

ｉｎｖｃｄｃｒａ 固定资产投资率（％） ４２５７ ６１０５ ２９８５ ０００ ５５９５２

ｅｄｕｓｃｉｒａ 教育科研支持率（％） ３７１３ ３０４ ３９０ ００３ １０４９２

ｅｄｕｐｃｃｄ 人力资本（在校大学生／万人） ４０７６ ３９１０９ ３７１８４ ０００ ２４２５５１

ｆｉｓｏｉｃｒ 财政支持力度 ３７２４ ２３０ ２０８ ０００ ４５８４

ｒｏａｄｐｃｃ 人均道路面积（平方米／人） ４２４７ ９７２ １０１３ ０００ ４４２９５

ｏｐｅｎ 对外开放度（％） ４０９３ ２２７ ２８１ ０００ ４７６３

ｃｏａｓｔ 沿海城市 ４３１４ ０３５ ０４８ ０ １

　　资料来源：根据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２００２－２０１６）》计算得到。

根据国家对城市规模的最新划分①，可以对不同规模城市的平均产业劳动生产率进

行比较。以２０１５年劳动生产率为例，从表２和表３可以看到，城市规模与产业劳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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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国务院发布 《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将城市规模按照人

口数量划分为五类七档，即超大城市 （１０００万人以上）、特大城市 （５００万 ～１０００万人）、
Ⅰ型大城市 （３００万～５００万人）、Ⅱ型大城市 （１００万～３００万人）、中等城市 （５０万～１００
万人）、Ⅰ型小城市 （２０万～５０万人）、Ⅱ型小城市 （２０万人以下）。



产率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对第二产业而言，劳动生产率总体上随着城市规模

的扩大而提升，但规模效应并不十分明显。然而，对第三产业而言，劳动生产率与城

市规模之间的关系非常明显，即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

表２　城市规模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 （２０１５年）

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均值（万元／人）
城市规模分类（万人）

＜２０ ２０～５０ ５０～１００１００～３００３００～５００５００～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小计

１５５７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１７９７ ０ ０ ９２ ０ ０ ０ ０ ９２

１９２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６ ６

２０９７ ０ ４８ ０ ０ ０ ０ ０ ４８

２１３６ ０ ０ ０ １２１ ０ ０ ０ １２１

２２０７ ０ ０ ０ ０ ０ ９ ０ ９

２５６２ ０ ０ ０ ０ １３ ０ ０ １３

小计 ２ ４８ ９２ １２１ １３ ９ ６ ２９１

　　注：分类采用了户籍人口数。
资料来源：根据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２０１６）》计算得到。

表３　城市规模与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 （２０１５年）

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均值（万元／人）
城市规模分类（万人）

＜２０ ２０～５０ ５０～１００１００～３００３００～５００５００～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小计

８６１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１０７３ ０ ４８ ０ ０ ０ ０ ０ ４８

１２２６ ０ ０ ９２ ０ ０ ０ ０ ９２

１６８４ ０ ０ ０ １２１ ０ ０ ０ １２１

１８５９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６ ６

２２０９ ０ ０ ０ ０ ０ ９ ０ ９

２４４７ ０ ０ ０ ０ １３ ０ ０ １３

小计 ２ ４８ ９２ １２１ １３ ９ ６ ２９１

　　注：分类采用了户籍人口数。
资料来源：根据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２０１６）》计算得到。

第二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随城市规模而变化的情况在图３中有充分的展示，相

比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规律更加明显。当然，产业劳动生产率并不仅仅受到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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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的影响，因而还需要通过回归分析以考虑其它因素，在此基础上综合判断城市规

模的影响程度。

图３　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与城市规模等级关系

注：分类采用了户籍人口数。

资料来源：根据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２０１６）》计算得到。

四　回归结果分析

如前所述，城市规模可以从人口总量和就业规模来测量，首先从最常用的人口总

量开始分析。人口总量依据统计口径又分成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总量，它们之间的差

异就在于是否计入流动人口。考虑到劳动生产率与投资、产业结构等变量可能存在互

为因果的关系，为了准确地识别变量之间的作用，在双固定效应模型的基础上，采用

系统ＧＭＭ回归方法更为合理。

（一）基本回归分析

根据系统ＧＭＭ回归的要求，首先要通过ＡＢ检验，即残差一阶相关，二阶不相关。

表４的回归结果完全符合ＡＢ检验的要求。其次要进行过度识别检验。本文所采用的数

据是典型的大Ｎ小Ｔ型面板数据，异方差的问题难以避免。存在异方差的情形下，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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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研究　２０２０年第８卷第６期



表４　城市规模与劳动生产率ＧＭＭ回归结果 （户籍人口）

变量
（１） （２）

ｌｎｅｆｉｃｙ２ｃｄ ｌｎｅｆｉｃｙ３ｃｄ

Ｌｌｎｅｆｉｃｙ２ｃｄ
０７０６

（００９２）

ｌｎｅｆｉｃｙ３ｃｄ
０１８１

（００６１）

Ｌｌｎｅｆｉｃｙ３ｃｄ
０７９３

（００３４）

ｌｎｅｆｉｃｙ２ｃｄ
００６６

（００２０）

ｌｎｐｏｐｃ
－０７６３

（０３２５）
０４２６

（０１４２）

ｌｎｐｏｐｃｓｑ
００７９

（００３５）
－００４４

（００１５）

ｉｎｓｔｒｃｃ
００８７

（００３９）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１）

ｉｎｖｃｄｃｒａ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ｏｐｅｎ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ＡＲ（１）ｐｖａｌｕｅ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ＡＲ（２）ｐｖａｌｕｅ ０２５１ ０３４０

Ｈａｎｓｅｎ检验值 ０２５７ ０１３０

观测值数量 ３３４５ ３３４５

地级市数量 ２８３ ２８３

　　注：Ｌ表示滞后一期，变量前加 ｌｎ表示取自然对数；括号内为在城市层面计算的稳健性标准误；ｐ＜
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资料来源：根据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２００２－２０１６）》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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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采用稳健性选项 （ｒｏｂｕｓｔ），因而Ｈａｎｓｅｎ检验更合理。表４结果显示，Ｈａｎｓｅｎ检验均

不显著，即不存在过度识别情形。由此可见，模型的设定合理可靠。动态面板ＧＭＭ估

计可以分为一步法 （ｏｎｅｓｔｅｐＧＭＭ）和两步法 （ｔｗｏｓｔｅｐＧＭＭ）估计。两步估计的标

准差存在向下偏倚，虽然这种偏倚经过调整后会减小 （Ｗｉｎｄｍｅｉｊｅｒ，２００５），但会导致

两步法估计量的近似渐进分布不可靠，因此在经验应用中通常使用一步估计量 （Ｂｏｎｄ，

２００２）。本文也采用了一步估计量。

回归结果表明，对第二产业而言，城市规模显著地影响着其劳动生产率。同时，

劳动生产率明显受到产业结构积极而显著的影响，意味着在工业化主导的城市中，越

是大力推进工业化，越有利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此外，第三产业劳动生产

率的提高也会显著促进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这表明产业之间存在密切配合的关

系，特别是一些生产性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显然会促进相应的制造业劳动生产

率提高。

对第三产业而言，其劳动生产率同样受到城市规模的显著影响。此外，固定资产

投资的增加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也都显著促进了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然而，产业

结构对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为负。这表明，在工业化主导的城市中，由于工业

化进程尚未完成，在此情形下，社会资源包括各种生产要素都纷纷向第二产业集中，

导致第三产业发展动力不足。同样，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会显著促进第三产

业劳动生产率提高，表明产业之间存在着密切配合的关系。

如前所述，城市规模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并非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从结果中可以看

到，无论是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还是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都受城市规模的水平

项和二次项的显著影响，且两者符号相反。对第二产业而言，劳动生产率与城市规模

之间呈现Ｕ型曲线，意味着当城市规模达到某个临界值之后会使得劳动生产率加速提

高。对第三产业而言，劳动生产率与城市规模之间呈现倒 Ｕ型曲线，即当城市规模达

到某个临界值时，劳动生产率会达到峰值。

根据劳动生产率与城市规模之间的二次曲线关系，可以分产业计算出临界城市人

口规模。经过计算，以第二产业为主的城市，其临界户籍人口规模为１２５４万人。如

果考虑到流动人口数量，可以大致认为，以第二产业为主的城市，当其市区人口规模

达到１５０万以上时，将极大地促进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无独有偶，针对美国

的研究表明，人口规模超过 ２００万的城市生产率比规模较小的城市高出大约 ８％

（Ｓｅｇａｌ，１９７６）；当城市人口增加一倍时，劳动生产率提高约１０％ （Ｆｏｇａｒｔｙ＆Ｇａｒｏｇａｌｏ，

１９８８）。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城市，其临界人口规模为１３１３万人。考虑到流动人口，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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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致认为，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城市，当其市区人口规模达到１６０万人左右时，第三

产业劳动生产率将达到峰值。根据样本数据，２０１５年，城区户籍人口规模在１５０万人

以上的城市有９０个，在１６０万人以上的城市有７９个，相比于总城市数量 （２８３个）而

言，达到临界规模的城市依然是少数。由此可见，中国大多数城市都还没有达到其应

有的规模。这实际上也表明，中国城市结构体系扁平化特征十分突出 （王小鲁，２０１０；

范剑勇、李方文，２０１１；梁琦等，２０１３；李松林、刘修岩，２０１７），缺少４００万 ～１２００

万人口规模的城市。

流动人口是城市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九十年代末期以来，随着人口的大

规模迁移，流动人口的影响举足轻重。在一些特大城市中，流动人口的规模多达数百

万人。例如，２０１８年北京流动人口近８００万人，上海流动人口近９００万人。因此，仅

用户籍人口数来衡量城市规模显然不够。

实际上，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常住人口实际上是在

户籍人口的基础上，通过人口流动而形成的，而人口流动主要是由经济活动引起的，

其次是教育、医疗等城市公共服务因素 （王智勇，２０１７）。因此，通过一些经济和公共

资源变量，可以在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之间建立起稳定的回归关系。利用两次人口普

查提供的城市常住人口数，结合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提供的相应经济和公共资源变

量，可以建立两者的回归关系，从而可以估算历年的常住人口数。经过对比可以看到

（见图４），拟合常住人口与实际常住人口之间存在着较高的吻合度，即通过回归的方

式来估算常住人口数量是合理可靠的。

图４　拟合与实际市辖区常住人口核密度对比

资料来源：根据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２００２－２０１６）》计算得到。

·１０１·

王智勇：城市规模与劳动生产率



利用常住人口 （ｒｅｇｎｐｏｐｃ）数据重新计算相关的变量之后再进行系统 ＧＭＭ回归，

结果如表５所示。首先，ＡＢ检验和 Ｈａｎｓｅｎ检验均能够通过，可见模型的设定合理可

靠。其次，回归结果跟采用户籍人口数据进行回归的结果高度一致。第二产业劳动生

产率不仅与自身紧密相关，也与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密切相关，反之亦然。也就是说，

表５　城市规模与劳动生产率ＧＭＭ回归结果 （常住人口）

变量
（１） （２）

ｌｎｅｆｉｃｙ２ｃｄ ｌｎｅｆｉｃｙ３ｃｄ

Ｌｌｎｅｆｉｃｙ２ｃｄ
０６８４

（００９５）

ｌｎｅｆｉｃｙ３ｃｄ
０２２０

（００６９）

Ｌｌｎｅｆｉｃｙ３ｃｄ
０７７６

（００３７）

ｌｎｅｆｉｃｙ２ｃｄ
００８１

（００２３）

ｌｎｒｅｇｎｐｏｐｃ
－０７２５

（０３５４）
０４３８

（０１３２）

ｌｎｒｅｇｎｐｏｐｃｓｑ
００６８

（００３６）
－００４４

（００１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ＡＲ（１）ｐｖａｌｕｅ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ＡＲ（２）ｐｖａｌｕｅ ０２２１ ０７７９

Ｈａｎｓｅｎ检验值 ０４５０ ０１２６

观测值数量 ３２８８ ３２８８

地级市数量 ２８２ ２８２

　　注：Ｌ表示滞后一期，变量前加ｌｎ表示取自然对数；括号内为城市层面计算的稳健性标准误；ｐ＜００１，ｐ＜
００５，ｐ＜０１。

资料来源：根据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２００２－２０１６）》计算得到。

·２０１·

劳动经济研究　２０２０年第８卷第６期



产业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劳动生产率与城市规模密切相关，表现在城市规模的

水平项和平方项系数都显著。对第二产业来说，劳动生产率与城市规模之间呈现 Ｕ型

曲线关系，即当城市规模达到某个临界值时，劳动生产率会加速提升，而对第三产业

来说，劳动生产率与城市规模之间呈现倒 Ｕ型曲线关系，即当城市规模达到某个临界

值时，劳动生产率也达到其峰值。

根据劳动生产率与城市规模之间的二次曲线关系，可以分产业计算出城市临界

常住人口规模。经过计算，以第二产业为主的城市，其临界人口规模为２０２８万人，

因而可以大致认为，以第二产业为主的城市，当其市区人口规模达到２１０万以上时，

将极大地促进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城市，其临界人口规

模为１５２万人，同样，可以大致认为，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城市，当其市区人口规模

达到１６０万以上时，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将达到峰值。这与之前用户籍人口粗估的

常住人口规模结果基本相当。根据样本数据，２０１５年，城区常住人口规模在１６０万

人以上的城市有７９个，在２０２万人以上的城市有５２个，相比于２８２个总城市数量而

言，达到临界规模的城市依然是少数，大多数城市仍能通过扩大规模而提高劳动生

产率。

（二）稳健性检验

如前所述，对城市规模的衡量有不同的方式，除了用城市人口数量以外，也有研

究采用就业数量加以衡量。为了检验模型的稳健性，本文也采用就业数量 （ｅｍｐｃ）来

替换人口数量，以检验城市规模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表６的结果表明，无论ＡＢ检验还是 Ｈａｎｓｅｎ检验均能够通过，可见模型的设定合

理可靠。回归结果也与前述采用人口数量作为城市规模指标得到的结果高度一致。结

果的一致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回归结果表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不仅与自身滞后

项紧密相关，也与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密切相关，反之亦然。也就是说，产业之间实

际上是密不可分、相互支撑的关系。如果把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与第三产业劳动生产

率相乘，形成交叉项放入回归方程中，也会发现该交叉项显著，且为正，表明二三产

业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二是产业劳动生产率与城市规模之间呈现显著的非

线性关系，其中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与城市规模呈现 Ｕ型曲线关系，而第三产业劳动

生产率与城市规模呈现倒Ｕ型曲线关系。

同样地，利用Ｕ型和倒 Ｕ型曲线，可以计算出以就业量表达的城市规模临界值。

在户籍口径下，对第二产业而言，当就业量达到１１３３万人时，劳动生产率将会加速

提升；对第三产业而言，当就业量达到１４６４万人时，劳动生产率将会达到峰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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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住口径下，对第二产业而言，城市规模的临界值为就业量１１４４万人；对第三产业

而言，城市规模的临界值为就业量１２０９万人。根据样本数量，２０１５年市区就业量在

１１３３万人以上的城市有１７个，市区就业量在１２０９万人以上的城市有１５个，同样表

明，达到临界值的城市非常少。

表６　城市规模与劳动生产率ＧＭＭ回归结果 （就业人数）

户籍口径 常住口径

（１） （２） （３） （４）

变量 ｌｎｅｆｉｃｙ２ｃｄ ｌｎｅｆｉｃｙ３ｃｄ ｌｎｅｆｉｃｙ２ｃｄ ｌｎｅｆｉｃｙ３ｃｄ

Ｌｌｎｅｆｉｃｙ２ｃｄ
０５５９

（０１００）
０５４６

（０１０２）

ｌｎｅｆｉｃｙ３ｃｄ
０３２２

（００７１）
０３３２

（００７１）

Ｌｌｎｅｆｉｃｙ３ｃｄ
０７４６

（００３８）
０７４１

（００３７）

ｌｎｅｆｉｃｙ２ｃｄ
０１４３

（００２７）
０１５１

（００２９）

ｌｎｅｍｐｃ
－０６６１

（０１５８）
０２１８

（００５８）
－０６８６

（０１７２）
０２２９

（００６１）

ｌｎｅｍｐｃｓｑ
００７０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７２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ＡＲ（１）ｐｖａｌｕｅ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ＡＲ（２）ｐｖａｌｕｅ ０３３９ ０５８１ ０２９０ ０８１９

Ｈａｎｓｅｎ检验值 ０２６５ ０２０４ ０２３５ ０２５５

观测值数量 ３３３９ ３３３９ ３３１３ ３３１３

地级市数量 ２８３ ２８３ ２８３ ２８３

　　注：Ｌ表示滞后一期，变量前加ｌｎ表示取自然对数；括号内为城市层面计算的稳健性标准误；ｐ＜００１，ｐ＜
００５，ｐ＜０１。

资料来源：根据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２００２－２０１６）》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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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规模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市辖区人口密度的提升。对于市区面积并

不突出的城市而言，人口规模的扩大直接就体现为人口密度的显著提高。如果采用人

口密度 （ｐｏｐｄｅｎｃｖ）来衡量城市规模，那么城市规模的扩大与城市蔓延又有一定的关

系，如果城市平均密度高，说明城市区域内经济要素集聚的倾向大，城市蔓延的可能

性较低 （秦蒙、刘修岩，２０１５）。那么，在人口密度与产业劳动生产率之间是否也存在

某种非线性关系？

表７　城市人口密度与劳动生产率ＧＭＭ回归分析

户籍口径 常住口径

（１） （２） （３） （４）

变量 ｌｎｅｆｉｃｙ２ｃｄ ｌｎｅｆｉｃｙ３ｃｄ ｌｎｅｆｉｃｙ２ｃｄ ｌｎｅｆｉｃｙ３ｃｄ

Ｌｌｎｅｆｉｃｙ２ｃｄ
０６７３

（０１０５）
０６７３

（０１０５）

ｌｎｅｆｉｃｙ３ｃｄ
０１４２

（００４９）
０１４２

（００４９）

Ｌｌｎｅｆｉｃｙ３ｃｄ
０７９４

（００３３）
０７８４

（００３４）

ｌｎｅｆｉｃｙ２ｃｄ
００６０

（００２１）
００７１

（００２２）

ｌｎｐｏｐｄｅｎｃｖ
０１０６
（０１６２）

０３４７

（０１４９）
０１０６
（０１６２）

０３６１

（０１５９）

ｌｎｐｏｐｄｅｎｃｖｓｑ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ＡＲ（１）ｐｖａｌｕｅ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ＡＲ（２）ｐｖａｌｕｅ ０１９４ ０３０４ ０１９４ ０４４２

Ｈａｎｓｅｎ检验值 ０２２９ ０２０１ ０２２９ ０１９１

观测值数量 ３３１７ ３３４３ ３３１７ ３３１７

地级市数量 ２８３ ２８３ ２８３ ２８３

　　注：Ｌ表示滞后一期，变量前加ｌｎ表示取自然对数；括号内为城市层面计算的稳健性标准误；ｐ＜００１，ｐ＜
００５，ｐ＜０１。

资料来源：根据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２００２－２０１６）》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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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７的结果表明，无论是从ＡＢ检验还是从Ｈａｎｓｅｎ检验来看，系统ＧＭＭ的使用要

求均能够满足，模型的设定合理可靠。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对第二产业而言，人口

密度无论是水平项还是平方项均对劳动生产率没有显著影响，但对第三产业而言，人

口密度与劳动生产率呈现非线性关系，且为倒 Ｕ型关系，这同人口规模与劳动生产率

的关系完全一致。通过计算可以得知，在户籍口径下，当市辖区人口密度达到８８６人／

平方公里时，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将达到其峰值。在常住口径下，当市辖区人口密度

达到８９８人／平方公里时，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将达到其峰值。回归模型中其他变量均

与前面的回归结果相似，无论是从系数的显著程度还是从系数的符号来看，均是如此。

由此可见，对于城市而言，规模比密度对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更加显著，因为城市

规模对第二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均有显著效果，但城市人口密度仅对第三产

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有效。换言之，如果城市只是单纯地提高人口密度但没有达到一定

的规模，并不能够有效地促进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城市的规模与其公共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设施密切相关。公共

基础设施不仅能直接影响城市有效运行，还充分体现了城市之间的相互联系，若不考

虑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可能使估计出现偏差 （Ｍｅｒａ，１９７３；Ｍｏｏｍａｗ，１９８３；Ｌａｌｌｅｔａｌ，

２００４；刘修岩，２０１０）。

表８的结果表明，无论是ＡＢ检验还是 Ｈａｎｓｅｎ检验均能够通过，可见模型的设定

合理可靠。在加入了反映交通状况的人均道路面积之后，可以看到，对于第二产业劳

动生产率而言，交通设施呈现负面影响但不显著，而对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而言，则

是显著的积极影响。表８第 （１）列和第 （２）列是采用户籍人口作为城市规模的代理

变量的结果，第 （３）列和第 （４）列则是采用了拟合常住人口作为城市规模代理变量

的结果。可以看到，无论采用哪种城市规模的测量指标，各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均与

前述回归结果相似，没有本质改变。利用城市规模与产业劳动生产率之间的非线性关

系，可以计算出临界城市规模。对第二产业而言，劳动生产率的临界城市规模分别为

１２９２万户籍人口和２０５３万常住人口，而对第三产业而言，劳动生产率的临界城市规

模分别为１９４８万户籍人口和２１０万常住人口。可见，把城市基础设施纳入回归之后，

提高了第二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临界城市规模。还可以进一步验证，城市规模对

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更加显著，换言之，城市规模的扩大能显著促进第三产业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实际上，伴随城市功能的调整和第三产业的中心区域化，以金融、

房地产和交通运输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成为吸引新一轮人口净流入增长的行业门类

（于涛方，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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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城市规模、交通与劳动生产率ＧＭＭ回归分析

户籍口径 常住口径

（１） （２） （３） （４）

变量 ｌｎｅｆｉｃｙ２ｃｄ ｌｎｅｆｉｃｙ３ｃｄ ｌｎｅｆｉｃｙ２ｃｄ ｌｎｅｆｉｃｙ３ｃｄ

Ｌｌｎｅｆｉｃｙ２ｃｄ
０６９５

（００８７）
０６６８

（００８８）

ｌｎｅｆｉｃｙ３ｃｄ
０１８９

（００６０）
０２２６

（００６６）

ｌｎｐｏｐｃ
－０８０７

（０２９７）
０３３１

（０１１１）

ｌｎｐｏｐｃｓｑ
００８３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２）

Ｌｌｎｅｆｉｃｙ３ｃｄ
０７８２

（００３７）
０７７０

（００３９）

ｌｎｅｆｉｃｙ２ｃｄ
００６０

（００１９）
００７２

（００２３）

ｌｎｒｅｇｎｐｏｐｃ
－０７３４

（０３１７）
０３５１

（０１１２）

ｌｎｒｅｇｎｐｏｐｃｓｑ
００６９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１）

ｌｎｒｏａｄｐｃｃ
－００５３
（００３６）

００６２

（００２５）

ｌｎｒｏａｄｐｃｃｒｎ
－００６３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５

（００２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ＡＲ（１）ｐｖａｌｕｅ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ＡＲ（２）ｐｖａｌｕｅ ０２５６ ０５４４ ０２３１ ０９８９

Ｈａｎｓｅｎ检验值 ０３３２ ０２３３ ０５５１ ０３３２

观测值数量 ３３２４ ３３２４ ３２６７ ３２６７

地级市数量 ２８３ ２８３ ２８２ ２８２

　　注：Ｌ表示滞后一期，变量前加ｌｎ表示取自然对数；括号内为城市层面计算的稳健性标准误；ｐ＜００１，ｐ＜
００５，ｐ＜０１。

资料来源：根据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２００２－２０１６）》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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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来看，在产业劳动生产率与城市规模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关关系。对第二产

业而言，劳动生产率与城市规模呈现 Ｕ型曲线关系，表明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劳动

生产率会随之提高，特别是当达到临界规模时，劳动生产率将迅速提高。回归分析表

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临界规模约为市区常住人口１８０万人。对第三产业而言，

劳动生产率与城市规模呈现倒 Ｕ型曲线，表明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劳动生产率也随

之提高，但以一个减缓的速度在提高，当达到临界规模时，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将达

到其峰值。回归分析表明，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临界规模约为市区常住人口２３０万

人。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密切关系，任何一个产业劳动生产率

的提高都建立在另一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之上。从城市规模的不同临界点以及

第二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之间紧密相关的角度来看，可以推断，城市规模的扩大有

赖于产业的发展与壮大，一个城市通常要经历充分的工业化之后才能更好地向服务业

化转变。相比于第二产业，城市规模对第三产业的影响更加显著和深远，可见工业化

是城市发展必不可少的阶段。从城市规模的角度来看，中国大多数城市仍处于工业化

的发展阶段，仍需要大力发展工业化以聚集人口，实现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进而

为产业转型升级奠定良好的基础。从产业劳动生产率的不同临界城市规模可以看到，

城市的发展也一定是先有充分发展的工业化之后才逐步走向服务业化。中国城市化的

道路与德国和日本很相似，日本和德国都是工业化增长推动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从而推

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中国也应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利用技术创新不断推动工业生产，并

在保持工业不断增长的条件下，发展服务产业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

２００９）。

需要指出的是，城市规模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不能完全解释现实中的城市

规模。即使按照最优规模来衡量，现实中的一些城市都远比理论上计算的规模要大很

多，这其中的原因也比较多，特别是规划、技术和管理等因素在造成 （或改善）城市

病过程当中起到的作用 （陆铭，２０１７）。另外，理论模型仅抽象一些重要的因素，但无

法考虑所有因素，而且现实城市发展中的复杂性也远非理论模型能够完全刻画。

与东部地区城市密集的情形相比，西部地区城市分布较为稀疏，而且西部地区的

城市规模分布比东部地区更加不平衡 （见图５）。几乎所有的西部省份只有省会城市一

枝独秀，此外再无能够与省会城市相提并论的大城市。城市经济是推动地区经济增长

的一个重要因素，没有城市规模的扩大，劳动生产率就很难有显著提升，因而经济增

长也难以加快。研究表明，虽然在区域经济增长上，沿海和内陆地区有着明显的差异，

但在城市经济方面，以第二产业为主的城市在沿海和内陆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差异。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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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第二产业的壮大是城市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这恰恰是中西部地区追赶东部地

区的重要抓手。当城市经济进入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阶段时，城市经济在沿海与内陆

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沿海地区城市劳动生产率明显高于内陆城市。考虑到大多数城市

依然仍需以发展和壮大第二产业为主，这也是内陆城市追赶沿海城市的良好机会。然

而，当前西部地区除了省会城市以外的其他城市，规模都非常小，甚至市区人口在百

万人以上的都非常少见。因此，对西部地区而言，当前重要的任务是努力在省会城市

之外，增加大城市的数量。不仅如此，图５还表明，东北地区的城市规模分布不平衡

程度仅次于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也同样面临着扩大城市规模的重要任务。

图５　不同地区城市规模的核密度对比

资料来源：根据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２０１６）》计算得到。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人口向大城市流动反映了劳动力集聚的一个基本特征。劳动力的集聚在很大程度

上反映出一个基本的经济规律，即集聚本身产生的规模效应使得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更

加迅速，因而，在劳动生产率与城市规模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利用２００１－２０１５年

期间的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双固定效应模型和系统ＧＭＭ估计方法，本文分析了

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与城市规模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总体上说，城市规模越大，

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越高。具体来说，对第二产业而言，城市规模是劳动生产率提升

的一个基本条件，两者之间呈现 Ｕ型曲线关系，当城市规模达到一定的临界值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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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会有迅速的提升；对第三产业而言，城市规模同样是劳动生产率提

升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两者之间呈现倒 Ｕ型曲线关系，当城市规模达到一定的临界

值时，劳动生产率达到其峰值。对于第二产业主导的城市来说，实现迅速提升劳动生

产率的临界规模为市区２１０万人口，对于第三产业主导的城市来说，要实现高劳动生

产率，则需要市区达到２３０万人口。截止到２０１５年，中国仅有１０％～２０％的地级市达

到了临界城市规模。换言之，对城市发展而言，要有效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一个重要

的途径是努力提高城市规模。这也正是近些年来许多城市纷纷采取切实有效举措吸引

人口的一个重要原因。

利用大城市的集聚和规模效应是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对中西部落后地

区而言，大城市的作用尤其重要。根据劳动生产率与城市规模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而计

算得到的临界城市规模，对照当前中国城市的实际情况，可以说，大多数城市都没有

达到临界规模，因而仍需通过大力推进工业化来促进城市发展。从城市的两个临界规

模来看，大多数城市依然要首先通过推进制造业的发展来扩大就业，从而扩大城市规

模，经过工业化的充分发展之后，再逐渐转向服务业主导的产业结构。与东部沿海地

区大城市密集分布的情形相比，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大城市极为缺乏，基本上

只有省会城市一枝独秀，迫切需要加强大城市的培育，以便通过城市增长来促进区域

经济增长。

大城市产业变迁应遵循基本规律，不应盲目追求产业的 “高级化”，应更加重视现

代制造业。城市产业的发展是城市经济增长的源动力，而产业间的密切配合是产业劳

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因素。第二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任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都有助于提高另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从不同产业劳动生产

率面临的临界城市规模来看，第二产业的充分发展是第三产业发展的基础，因而在第

二产业尚未充分发展的前提下盲目追求三产化，即所谓的产业 “高级化”，显然有悖于

产业发展的规律，也不可能真正实现产业发展的高级化。城市产业发展未必要追求服

务业化。从劳动生产率的角度来看，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普遍高于第三产业，这与当

前中国大多数城市仍以工业化为主导有关。同时，从世界范围来看，即使在发达国家

中，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于第三产业也是普遍情形 （李钢等，２０１１）。第二产业无

论在城市经济还是在区域经济发展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不仅是解决就业的重要方式，

更是技术进步的重要来源。

在金融危机之后，各发达国家都对第二产业的发展给予高度重视，从德国的工业

４０到美国的制造业回归，无不反映了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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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的大多数城市来说，要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要通过城市经济来带动区

域经济增长，就要对第二产业给予足够的重视。随着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

被应用到制造业部门，包括互联网、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大量应用，故而其劳动

生产率会大幅提升。现在的制造业已经不同于高能耗、高污染的传统制造业，而是更

趋环境友好的现代制造业或智能制造业。现代制造业是现代国家的立国之本，谁有现

代制造业，谁就能屹立于现代民族之林 （金灿荣，２０１９）。从这个角度来看，积极发展

现代制造业不仅不影响产业的升级，甚至其本身就代表了产业高级化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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